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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
与家庭收入差距

石 磊 李路路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

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

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

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

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教育婚

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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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提

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全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自2008
年后出现下降,但是目前仍然位处收入差距相对较高的行列。① 而相比于个人层次的收入差距,家

庭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更加不容乐观。不单是中国,即使在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和

地区,家庭收入差距也十分严峻。② 正因如此,探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因素及机制,一直是社会

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
在诸多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因素中,婚姻匹配在近些年来备受关注。所谓婚姻匹配指的是男女

择偶婚配的非随机过程。一般而言,具有相同或相似社会属性的群体结婚,也即同类婚 (homoga-
my)是婚姻匹配的主导模式。同类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收入、财富等社会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

的聚合模式,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例如,有针对美国的研究显示,夫妻双方在收入上的同类成

婚可以解释美国自1967—2005年间家庭收入差距增加的50%以上。③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教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中轴,对个人的收入等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得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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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渐成研究的热点。① 例如有学者发现,美国在近半个世纪

中的贫富分化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教育婚姻匹配。② 由此可见,若要更加全面、细致地解释社会中

的家庭收入差距状况及其成因,教育婚姻匹配的角色是不容小觑的。
然而,就中国社会而言,关于教育婚姻匹配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问题却长期被忽视。究其

原因,主要是由中国某些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其一,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是教育同类婚

形成及其对家庭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家庭出身等身

份是影响资源与机会获取的重要因素,而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相对较弱。其

二,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在各教育层级上的分

布。如果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低教育层次,而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那么,即使教

育同类婚较多,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这一现象曾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③

其三,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强度还取决于男女两性人口各自在受教育等级上

的分布结构。有研究表明,许多国家教育同类婚程度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女性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④ 而在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衡曾长期存在。⑤

但是,上述背景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推动其转变的主要力量之一便是市场

转型,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有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

教育收益率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下降后,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路走

高。⑥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上涨了3倍,在21世纪初已经超

过了10%,基本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⑦ 除市场转型之外,另一推动前述因素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

便是肇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一方面,大学扩招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激增⑧,仅在十年间

中国便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了48.1%,即将由高等

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到普及化阶段。⑨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的性别平衡,对于

1985年后出生的世代,女性在大学入学率上甚至超越了男性。􀃊􀁉􀁒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较低 (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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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且性别分布不平衡,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国社

会长期被忽视。然而,在近二十年间,中国市场转型的加深与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极大增强了教

育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人口的增多与性别分布的平衡,由此为高等教育层次同类

婚的增加,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提供了条件。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于中国社会的教育婚姻匹配

变迁如何作用于家庭收入差距。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教育婚姻匹配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已有研究已经给出了一套简单直接的逻辑,即以教

育同类婚为主导的婚配模式会影响有价值的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的聚合方式,进而影

响家庭间的收入差距①,也即资源聚合机制。然而,纵观现有的研究,仍旧存在两大问题:第一,
欠缺过程机制的分析。多数学者单纯地考察社会中的教育同类婚程度与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过程,由此便可能导致结论上的谬误。如果教育同类婚集聚在教育层级的

低端,那么即使教育同类婚程度较高,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再如,如果教育和

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在模式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则教育婚姻匹配及其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

便可能微乎其微。② 第二,忽视教育婚姻匹配变迁背后的宏观背景。前文提及,诸如市场化、工业

化、高等教育扩张等社会过程,不仅会直接影响教育婚姻匹配本身的模式及变化,还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教育婚姻匹配所能产生的效应。
由此本文认为,首先,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大过程性因素:一是

教育同类婚在整体受教育层级上的分布结构,而这一结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婚姻市场上各受教育程

度群体之间基于特定的择偶偏好而形成的通婚壁垒;二是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

性程度,只有当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程度较高时,教育同类婚模式方可导致收入等经济资源在家庭层

面的集聚,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其次,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宏观社会过程会显著作用于

以上两大过程性因素,进而影响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所能产生的效应。基于这一认识,本

文的文献回顾主要围绕这两大过程性因素及它们在高等教育扩张等社会背景下的变迁展开。
(一)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

关于在高等教育扩张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如何变化的问题,目前有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分

别为资源偏好强化假设和封闭弱化假设。

1.资源偏好强化假设

该理论认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均具有特定的资源偏好,并以此为基础选择配偶,其中最主要的

是社会经济资源偏好。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其主要精力多用于照料子女

等家务工作,因此,对于男性来说,婚配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其最看重的择偶标准。然而,随

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不断提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逐渐增

大,在此背景下,男性在择偶中的社会经济资源偏好大幅增强。③ 基于上述逻辑,资源偏好强化假

设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教育同类婚会逐渐增多,且在分布结构上会向高等教育层次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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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闭弱化假设

与资源偏好强化假设相反,封闭弱化假设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受教育程度作为择偶标

准的重要性在高等受教育群体中逐渐降低。这一假设认为,高等受教育程度者之所以有较强的同类

婚偏好,是因为教育同类婚是一种维护地位优势的社会封闭手段。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时,
一方面他们更容易认识到自身的精英地位,从而增强了其排外意识,另一方面也相对提升了高等受

教育程度的价值,由此使得该群体更偏好与高等受教育程度者成婚。然而,高等教育扩张极大增加

了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从而贬低了高等受教育程度的资源性价值及其作为优势特权的象征性

意义,由此削弱了社会精英群体在择偶上对高等受教育程度的偏好,最终便导致了高等教育层次同

类婚程度的下降。①

资源偏好强化假设与封闭弱化假设对于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化给出了

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的共性是它们均将受教育程度视为有价值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主要的分歧在

于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发展,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出现贬值。这一点是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

进行分析的。此外,无论是资源偏好强化假设还是封闭弱化假设均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这两个

假设均聚焦于高等教育层次,而忽视了其他教育层次的择偶偏好及由此决定的同类婚分布结构在高

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变化,这极有可能会导致 “管窥蠡测”的问题。
(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

前文提及,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是影响教育婚姻匹配如何作用于家庭收

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二者的关联性程度较高时,教育同类婚才可以导致收入等经济资源的聚

合。已有关于两类婚姻匹配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1.理性择偶观

理性择偶观认为,由于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往往共享对方所具有的资源,因此在理性原则的支配

下,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均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偏好,并据此来择偶婚配。由于在现代社会,受教育

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因而适婚男女通常均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较

高者作为配偶②,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具有相同或相似受教育程度的人之间结婚。③ 所以,教育婚

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必然是高度关联的。

2.资源交换观

与理性择偶观类似,资源交换论也同样认为个体的择偶偏好是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最终目标

是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该理论认为,婚配双方的资源偏好是由其所缺乏的资源决定的,择偶行为

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具体而言,夫妻在婚姻中所获得的效益有赖于双方在不对称资源或特征上的交

换,从而实现互惠。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虽然与个人的收入相关,但更多的代表一种文化资

源。如果个体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向下婚,那么在收入方面便可能是向上婚。⑤ 因此,教育婚姻匹配

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并不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理性选择观和资源交换观均认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主要基于理性原则来择偶婚配,然而对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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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问题却持有迥然不同的判断。归根结底,二者主要的分歧在于受教育程

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关联性的高低。当教育的经济收益较高时,人们在择偶上的经济偏好会导致收入

同类婚和教育同类婚程度同步提高,由此使得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符合理

性择偶观的逻辑。当教育的经济收益较低时,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而更可

能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资源,与收入在婚姻匹配中是可交换的,由此便可能出现资源交换观所述的情

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较低。
综上所述,无论是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还是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均依赖两

大基本因素:一是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联,也即教育收益率,二是各受教育程度者的择偶偏

好。二者在高等教育扩张等宏观社会进程中的变动,决定了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

匹配之间关联性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效应。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在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大背景下,考察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

间的关联和个人择偶偏好的变化,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中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教育婚姻匹配与

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的特征,最后揭示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大多将婚姻匹配视作一个 “谁倾向于和谁结婚”的问题,这种视角极易导致研究者忽

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认为,在分析人们的择偶婚配时,更宜采用一种排斥的视角,
即将个体的婚姻匹配视为一个 “谁倾向于不和谁结婚”的问题,在这种视角下同类婚的形成是个体

在择偶上排斥其他属性个体的结果。
具体到教育婚姻匹配,当教育的收益率较高且人们主要受经济理性的影响择偶时,一方面,婚

姻市场中的男女在择偶偏好上均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作为配偶,并且排斥受教育程度较低

者。由于受教育程度是有明确的上限的,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在排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情况下

更可能与相同受教育水平的对象结婚,而次一级受教育水平的个体在受到上一级受教育程度者的排

斥,同时也排斥下级受教育程度者的情况下,也多与相同受教育水平的对象结婚,由此,这种择偶

偏好上的社会排斥在各受教育层级之间构筑起了通婚壁垒。因为不同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偏好上的

对外排斥程度不同,所以各受教育层级间的通婚壁垒存在强度上的差异,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各受教育层级间的通婚壁垒强度及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社会的教育同类婚分布模式。另一

方面,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和择偶上的经济理性使得各受教育群体间在择偶上的排斥距离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等同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由此便会导致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具有较高的关

联性。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出发,提出一个教育择偶排斥的机制,并构建如图1所

示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教育婚姻匹配之所以是非随机的,是因为各受教育程度者在

择偶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外排斥,这种排斥在各受教育层级之间构建起强度不一的通婚壁垒,
从而影响了全社会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进而作用于家庭收入

差距。本文将依据这一分析框架和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特殊的历史社会情境,来

讨论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假设

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速度和规模上发

展迅猛,二是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开展。这两个特征使得中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和人们的择偶偏

好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呈现出不同一般的特异性。
—18—



石磊等: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5���F �5����

�5	1���4�

�5������F�5�

�����C

图1 分析框架

就教育收益率而言,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志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大幅提升。
此外,有学者指出,由于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长期处于贬值的状态,导致在改革开放

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期,高素质的劳动力始终是供不应求的。由此,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增长与高等教

育扩张是相伴而行的。①

除了教育收益率外,教育机会获得情况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教育的经济价值变化。就中国而

言,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出现了许多最大化不平等维持假设 (MMI假设)的特征,表现为较

高阶层在各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获得上具有一定的优势②,而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阶层间的教

育机会差距。③ 由此可知,社会优势阶层依然视高等教育为优质的资源,并没有出现封闭的弱化。
高等教育扩张对于受教育程度的经济价值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高等教育层级。例如 “挤出效应”

(crowdingouteffect)和工作竞争理论便指出,高等教育扩张所导致的学历膨胀增加了高素质劳动

力的供给,从而提高了许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由此使得低等受教育程度者不得不接受工资水平较

低的工作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④ 就中国而言,有研究发现,从2003—2008年间,要求大学学

历的工作职位急剧增加,而要求较低学历的工作职位在这一时期内则大幅减少。⑤

就人们的择偶观念而言,市场转型也同样影响了人们的择偶观念。有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

的10年间,中国民众对 “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由34%上升至44%。⑥ 无独有偶,李

煜和徐安琪的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后,男女在择偶中特别看重对方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择偶中则较少被强调。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在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职业大多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体之间的薪资收入在平均主义的影响下并无太

大差别;同时,在这一时期金钱物质在意识形态上被污名化,极大降低了这些因素在个人择偶中的

重要性。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收入、财富等经济

基础被视为是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使得教育、收入等成为人们重要的择偶标准。⑦

综上所述,在中国独特的高等教育扩张与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教育的收益率尤其是高

等教育的收益率持续增长,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另一方面,在择偶观念上,
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和功利性的认同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可以提出如下推论和假设:

首先,高等受教育群体在教育扩张中依旧甚至更加有动机通过教育同类婚来实现阶层封闭,由

—28—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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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陈晓宇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载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 (2)。
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 (1949—2003)》,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7 (6)。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载 《社会学研究》,2010 (3)。

R.Collins.“CredentialInflationandtheFutureofUniversities”.ItalianJournalofSociologyofEducation,2011,3(2):

228 251;J.C.VonOurs,andG.Ridder. “JobMatchingandJobCompetition:AreLowerEducatedWorkersattheBackofJob
Queues”.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5,39(9):1717 1731.

A.Hu.“ProliferationofEducationalCredentials,ChangingEconomicReturns,andRisingOccupationalEducationRequire-
ments:EvidenceinUrbanChinafrom2003to2008”.InternationalSociology,2013,28(4):448 466.

风笑天、肖洁:《中国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研究》,载 《人文杂志》,2014 (11)。
李煜、许安琪:《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4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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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教育择偶偏好上对其他受教育层级的排斥会进一步增强,教育同类婚会显著增多;同时,受教

育程度较低者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遭遇其他受教育群体在择偶偏好上更加强烈

的排斥。
假设1: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上对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增强,教

育同类婚显著增多;同时,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增强。
其次,教育收益率的提升以及民众对婚姻经济理性认同的强化,使得各受教育群体在婚姻匹配

上的排斥距离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日益紧密相关,由此导致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

性不断增强。
假设2:中国社会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越来越强。
最后,在教育同类婚逐渐向高等教育层级聚集,并且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增强

的条件下,由教育婚姻匹配所引发的收入聚合很可能导致收入在家庭层面出现 “强强联合”,进而

扩大家庭收入差距。
假设3:中国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会扩大家庭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 (下文简称LHSCCC)和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 (下文简称CGSS),由于要分析各受教育群体的择偶偏好与由此决定的教育同类婚分布

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因而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为此,本文

合并了LHSCCC1996年和CGSS2003—2015年之间已有的调查数据。①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样

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其一,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在结婚前已获得最高学历的初婚者,因而删除了未

婚、再婚有配偶、婚后获得最高学历的人员。其二,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比较复杂,并且各家

庭成员的独立收入不易区分,因此本文仅将分析的对象限定为具有城市户籍的样本。其三,在分析

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时,为了保

证受访者有劳动收入,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年龄限定为16—59岁。
变量方面,本文主要的变量包括:婚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依据被访者的性别进一步区分出丈

夫与妻子的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个等级。出生世代,根据被

访者的出生日期,将被访者划分为1960—1965年 (C1)、1966—1973年 (C2)、1974—1980年

(C3)、1981—1993 (C4)年4个出生世代。按照7/6/3/3/4学制计算,这四个出生世代是在1977
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C4世代基本上是在1999年及以后进入大学,是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

一代。夫妻双方的收入,在分析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时,由于无法获知受访者在

结婚时的收入信息,因此本文将受访者及配偶所属受教育层级在其结婚年份的收入中位数作为对他

们收入水平的估计测量,如果某一结婚年份的收入信息缺失,便用时间最相近的调查年份中的收入

信息填补。② 最后,根据各年份结婚人数的比例,对收入变量进行加权平均处理。由此,本文获得

了1994—1996年、2001—2015年各年份中结婚者所属受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信息。家庭收入,在

直接考察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时,本文将受访者和配偶在一年中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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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包括CGSS2003,2005,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这些年份的数据,虽然部分在抽样框上不一

致,但是是可比较的。参见Zhou,X.andY.Xie.“MarketTransition,Industrialization,andSocialMobilityTrendsinPostrevolu-
tionChina”.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2019,124 (6):1810 1847。

本文假定各受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在三年中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为了避免某一年份的数据重复次数过多,当某一缺失

年份的信息可以用多个相邻年份数据估计补足时,本文选择重复次数最少的相邻年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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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性收入 (包括基本工资、福利津贴、奖金等)取均值,计算出家庭平均年收入。经数据处理

后,本文在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部分的样本量为15134,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部分的样本量

为3695。
(二)分析策略

在探究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关联性的变迁时,
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教育婚姻匹配的方形表数据。① 在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方面,本文首

先运用跨越模型来展现不同受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然后采用迭代比例拟合法 (iterativepro-
portionalfitting,下文简称IPF)将男女双方的教育边际分布控制在第一个出生世代不变,进而通

过考察其他三个出生世代中婚姻壁垒的结果,来揭示各受教育层级间婚姻壁垒强度的变化在多大程

度上是由各受教育程度群体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所决定的,以此来检验教育择偶排斥机制。跨

越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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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H、C 分别表示行变量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列变量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和时期变量出

生世代,其取值分别对应下标i、j、k。Fijk表示在k 出生世代夫妇所形成的方形表中,当妻子给

定的受教育程度为i时,丈夫的受教育程度相应取值为j的期望频数。μ 表示相应方形表完全服从

均匀分布,即夫妇的受教育程度相互独立、婚配完全随机时平均预期频数的自然对数。μW
i 、μH

j 、

μC
k分别表示行变量、列变量与世代变量的主效应。μWC

ik 与μHC
jk 分别代表行变量、列变量和世代变量

的交互效应。γHWC
ijk 为跨层难度系数,表示各等级受教育群体跨越相邻受教育程度之间障碍的可能

性,也即教育婚姻壁垒的强度。
在分析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时,本文首先以每一结婚年份各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

代替受教育程度的分类,估计线性乘线性模型。模型中的xi 与yi 分别表示妻子和丈夫所属受教育

层级的收入水平,β表示x 与y 之间的关联系数。

  logFij=μ+μW
i +μH

j +βxiyi

其次,估计行列效应模型,该模型将行列效应当作是有待估计的未知量,可以视为夫妻受教育

程度之间最佳的线性乘线性关系。模型中的ϕi 与ϕj 分别表示妻子与丈夫受教育层级的估计测量得

分。通过将线性乘线性模型与行列效应模型进行比较,便可以计算出收入婚姻匹配与教育婚姻匹配

之间的关联性程度。

  logFij=μ+μW
i +μH

j +jϕi+iϕj

在具体考察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后,本文着重分析教

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本文根据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构建出16类教

育婚姻匹配家庭,由此一来,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化可以大致体现在全社会各类教育婚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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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涉及的所有对数线性模型均以独立模型为基准,并与准独立模型进行比较来判断拟合效果,独立模型假定夫妻的受

教育程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准独立模型假定除了对角线外,夫妻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匹配是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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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的变动中,而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变化则大致可以体现在各教育婚配类型家

庭在平均收入水平上的变动中。其次,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测量家庭收入差距,该

指标可以通过各教育婚配类型家庭所占的比例及平均收入水平等计算得出,公式如下。其中,T
为总体的泰尔指数,j为分组,本文中为16类教育婚姻匹配家庭,xj 为第j 类家庭的平均收入,

pj 是第j类家庭占所有类型家庭的比例,Tj 为第j类家庭内部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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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虑到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达到适婚年龄,本文拟选择

LHSCCC1996年和CGSS2006年、2015年的数据,运用一个效应分解的方法来考察教育婚配在20
年间的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① 鉴于2015年的数据在城乡样本分布上很不平衡②,因此本文

将时间最接近的2013年数据与2015年数据合并,作为第三阶段的分析数据。具体的分析步骤是:
首先,分别计算出1996年、2006年和2015 (2013)年中泰尔指数的实际值;其次,分别将2006
年和2015 (2013)年中各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以及平均收入水平替换为1996年的情形,重新计算

泰尔指数;最后,通过将新计算值与原有实际值进行比较来判断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

五、研究结果

(一)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迁

图2从描述的角度展示了总体的教育同类婚和各受教育层级的教育同类婚在各世代之间的变

化。就总体的教育同类婚而言,从第一个世代到第三个世代间缓慢上升,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

第四个世代上升幅度变大。分受教育层级来看,大学及以上教育同类婚随着世代的变化迅速攀升,
到了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已经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教育同类婚类型。相比之下,其

他教育层级的同类婚随着世代的发展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总体教育同类婚在各世代

尤其是第四个世代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教育同类婚的大幅增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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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教育同类婚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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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使各年份的收入具有可比性,本文根据2015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份的收入数据进行了调整。
在CGSS2015年的数据中,农村户口人数近7000人,而城市户口人数仅为4000人左右,按照本文的分析要求进行限定

后,城市样本仅剩871人。



石磊等: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如前所述,本文拟用跨越模型来考察各受教育群体在择偶上的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不同受教育层

级之间的通婚壁垒,进而决定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及其变迁。表1展示了与独立模型和准独立

模型相比,跨越模型的拟合效果。从BIC等标准上来判断,跨越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优于前两个

模型。

 表1 跨越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Deviance df Δ BIC

独立模型 6221.909 36 27.21 5881.03

准独立模型 983.964 20 6.56 794.59

跨越模型 212.733 24 4.20 -14.52

根据跨越模型的估计,图3揭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与相邻受教育层级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在不

同世代之间的变化。由图可知,大学及以上与高中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 (γ1)从第一个世代到第三

个世代出现下降,而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中迅速回升,并达到最高值;高中和初中

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 (γ2)一直在增强;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教育层级之间的婚姻壁垒强

度 (γ3)在第一个世代和第二个世代之间持续上升,随后在第三个世代中下降,在第四个世代重新

开始回升。这一数据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提升了大学及以上、小学及以下与其他受教育层级间的

婚姻壁垒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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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教育婚姻壁垒强度变迁趋势

上述教育婚姻壁垒的变化与各受教育群体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是什么关系呢? 本文使用迭

代比例拟合法将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的边际分布控制在第一个世代,然后重新计算第二至第四个世

代中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以此来揭示各受教育层级间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程度

的变化,结果如图4所示。控制了配偶可获得性的影响后,初中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之间的教

育择偶排斥 (γ3)在第三个世代出现明显下降,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大幅回升。大

学及以上和高中之间在择偶偏好上的排斥 (γ1)在前三个世代出现下降后,在第四个世代中回升。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个世代和第四个世代的婚姻壁垒强度差异并未通过显著性的检验,这说明了配

偶可获得性变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尽管如此,单就择偶偏好而言,其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

代中的增强,确实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和高中群体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
(二)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

在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方面,本文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分别考察了各世代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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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教育择偶排斥变迁

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①,线性乘线性模型与行

列效应模型的比较结果如图5所示。

 表2 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Deviance df Δ BIC

世代1 (1960—1973年)

独立模型 374.687 9 25.76 313.56

准独立模型 38.848 5 3.77 4.89

线性乘线性模型 156.622 8 15.53 102.28

行列效应模型 17.248 4 4.03 -9.92

世代2 (1974—1980年)

独立模型 634.612 9 28.37 569.79

准独立模型 93.428 5 4.39 57.42

线性乘线性模型 50.701 8 6.53 -6.91

行列效应模型 6.021 4 1.10 -22.79

世代3 (1981—1993年)

独立模型 620.399 9 33.75 558.61

准独立模型 28.930 5 2.17 -5.40

线性乘线性模型 31.280 8 4.02 -23.65

行列效应模型 25.601 4 4.32 -1.86

根据表2,在世代1中,线性乘线性模型和行列效应模型比独立模型有更好的拟合度,但线性

乘线性模型的效果并不理想。根据图5中的线性乘线性模型和行列效应模型的结果计算,夫妻收入

上的关联可以解释行列效应模型中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61% (0.582/0.954)。在世代2中,线

性乘线性模型的效果较之世代1有所改善,通过计算,夫妻收入上的关联可以解释行列效应模型中

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93% (0.92/0.991)。在世代3中,线性乘线性模型具有最优的拟合效果,
经计算,夫妻收入上的关联可以解释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99% (0.95/0.959)。以上结果表明,

—78—
① 由于经数据处理后,1960—1965年出生世代的样本量过少,因此本文将其与第二个时代合并为1960—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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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

的世代中,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甚至近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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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及变迁

(三)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在考察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后,本文运用效应分

解方法,对应分析了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各类型教育婚配家庭比例以及平均收入的变化对

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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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类教育婚配家庭比例影响结果

就各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而言,经过计算,在1996年,高等教育同类婚家庭占所有类型家庭

的比例仅为6.9%,到了十年后的2006年,该比例上升为12.68%,而时至2015年,高等教育同

类婚家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3.35%,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婚配家庭类型。这进一步表明,随着

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逐步进入适婚年龄,教育同类婚逐步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为了估计这

一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各类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保持在1996年不变,发现2006年

与2015年中的泰尔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通过计算可知,各类教育婚配家庭比例在1996—

2006年十年中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8%,而其在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的变化导致泰尔

指数上升了21%。
采用同样的方法,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各类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根

—8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年第2期

据图7中的结果计算,各类教育婚配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在1996—2006年十年中的变化导致泰尔指

数上升了17%,而其在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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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类教育婚配家庭平均收入影响结果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市场转型的背景,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教育婚姻匹

配中的择偶排斥如何影响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进而作

用于家庭收入差距。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就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而言,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中国城市中的教育同类婚在受

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明显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高等教育层级的同类婚迅猛增加。根

据跨越模型的结果,对于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偏好上的对

外排斥增强,这导致大学及以上教育层级和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从而使得全社

会的教育同类婚逐渐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这一结果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高等受教育程度

的社会经济回报不断增长,并没有失去其作为地位优势的象征性意义。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婚

姻经济理性和功利性的认同显著提高的背景下,高等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上的对外排斥未减反增。
此外,本文发现,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所受到的择偶排斥在受高等教育扩张的世代中大幅增

强,这可能是由于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学历膨胀使得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其相对的

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下降。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对人们基于理性原则择偶的又一佐证。
就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而言,本文发现,在教育收益率提升以及民众对婚姻经济

理性认同强化的条件下,各受教育群体在婚姻匹配上的排斥距离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日益紧密相

关,从而导致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

代中,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几乎完全是相同的。
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并且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高度关联无疑会导致收入等经济

资源在家庭层面出现 “强强联合”的情形,从而拉大家庭收入差距。此外,虽然在新近的世代中,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的数量大幅减少,但是,鉴于他们在高等教育扩张后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

择偶排斥明显增强,从而会对应出现收入上的 “弱势累积”,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为

了检验上述观点,并且考虑到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在21世纪后逐步进入适婚年龄,本文使

用LHSCCC1996年、CGSS2006年以及2015年与2013年的合并数据,分析了各类教育婚配家庭

比例和平均收入水平在二十年间的变化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各类型家庭比例的变

化主要是高等教育层次同类婚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差距在1996—2015年间增加了21%,而各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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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则使得家庭收入差距在二十年中增加了31%。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支持了教育同

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的增强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表明,在高等教育扩张及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教育婚

姻匹配变迁导致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值得警惕的是,除了家庭收入差距外,教育婚姻匹配还会显

著影响长期的代际不平等。例如,一些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同类婚夫妻不仅具有文化、经济等资源

上的优势,同时在培养子代上有更好的分工合作,从而使得他们的孩子在教育成就获得等方面具有

较大的优势①,这可能使得教育婚姻匹配所导致的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在代际间得以延续甚至是强

化。正因如此,如何缓解婚姻匹配对于收入等社会不平衡的影响,以促进社会平衡发展,进一步畅

通社会流动通道,仍然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不可置否,本文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分析框架上,本文出于简化分析的

目的只考察了受教育程度标准上的社会排斥,而现实中婚姻匹配上的社会排斥可能同时涉及家庭背

景、容貌、户籍等多个标准,并且不同标准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数据方面,由于缺少被

访者和配偶在结婚时的收入信息,本文用相应年份中各受教育群体的收入中位数进行了代替,而这一

做法无疑去掉了许多个人层次的异质性,有可能导致过高估计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

联度。此外,本文为了扩大样本量,将许多年份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然而部分年份的调查在抽样

框上并不一致,由此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希望上述缺陷能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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